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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趋势

不一致的特点。文章率先关注到这一特点，并从城市初始规模的视角入手，探讨和检验了国际贸易和

区域内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基于 1998 － 2013 年中国 23 个省区的 DMSP /OLS 夜

间灯光数据等面板数据，文章发现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大城市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获取更强的规

模增长动力，从而推动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省区内城市间的运输水平会影响

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在运输成本较高的省区，贸易开放会促使城市规模集中，而在运输

成本较低的省区，贸易开放则会令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在中国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改善交通基础

设施有助于运输成本较高的区域避免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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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东西部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国

际市场邻近促进集聚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 世界银行，2009; Brülhart et al. ，2012; 章元、万广

华，2013) 。但本文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间不仅有着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城市规模分

布演进趋势的差异，东部地区大城市增速整体上慢于中小城市，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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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0 年东部地区人口规模 100 万以上的大城市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的人口增幅为

61. 86%，低于同期人口规模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 67. 24%的人口增幅; 而非东部地区大城市

同期人口增幅为 34. 85%，高于同期非东部地区中小城市 30. 58%的人口增幅。由于东西部地区

城市化巨大的外部差异源自国际贸易，那么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不一致是否也受到国际贸易的

影响呢?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情况的确如此，而且城市初始规模大小和城市间运输成本水平都

会影响不同城市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本文认为，城市的初始规模会影响它在国际贸易中的获益能力。由于城市的初始规模决定

其本地市场效应的大小 ( Krugman，1991; 藤田昌久等，1999; Desmet ＆ Henderson，2015) ，在

同样的国际市场邻近程度下，大城市更可能凭借其本地市场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在城市国际

贸易发展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多的中间产品以及更强的产业链前后向关联，为工

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吸引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实现规模更快地增长，推动城市规模趋于集中

( Duranton ＆ Puga，2004; 藤田昌久、雅克 －弗朗斯瓦·蒂斯，2012; Venables，2017) 。

进一步地，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会影响大城市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 ( 许德友、梁琦，2011;

Behrens et al. ，2017) ，进而在国际贸易影响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在运输

成本较高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本地市场效应的优势十分明显，更能从国际贸易

中获得增长的动力，导致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 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本

地市场效应的优势相对较弱，中小城市也能以较低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完成交易，分享来自国

际市场的规模经济从而实现增长，此时城市规模分布有可能趋于分散 ( Krugman ＆ Elizondo，

1996; Behrens，2011; Brülhart，2011)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国际贸易促进城市规模分布集中的理论假说。接着，文章进一步

探讨和验证了城市间运输成本在国际贸易影响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得到

以下推论，即在运输成本较高的城市体系中，国际贸易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而在运

输成本较低的城市体系中，国际贸易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向分散。实证上，本文运用中国各

省区各地级市 1998 － 2013 年的夜间灯光数据以及各省区的出口贸易和运输成本等数据，通过面

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以上理论假说以及推论。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可能从三个方面丰富已有的研究: 第一，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不仅

存在着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趋势不一致的特点。本文率先关注到地

区间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趋势不同这一特点，并从国际贸易和运输成本两方面因素对此特点进行

了探讨和检验; 第二，过往研究大多从贸易成本的视角讨论和检验了国际贸易对国内区域空间

发展不均衡的影响，本文在控制贸易成本因素的条件下，从城市规模经济的角度考察国际贸易

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拓宽了国际贸易对城市集中程度产生影响的研究视角; 第三，本文进

一步发现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丰富了国际贸

易影响城市规模分布传导机制的相关研究及其结论。

接下来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的提出，第三部分是实证模

型的设定以及数据与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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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将国际贸易纳入对城市集中程度的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 Henderson ( 1982 ) 的研究。

Henderson 认为，在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一国产业的专业化，进而扩

大该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城市的规模，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劳动密集型城市的规模

会扩大，资本充裕的国家中资本密集型城市的规模会扩大。Ｒauch ( 1991 ) 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考察了城市地理上比较优势的作用。他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有助于促进地区的城

市集中，因为国际贸易会促使地理上邻近边界，国际贸易成本较低的城市实现规模增长，

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出一种从沿海向内陆单调递减的分布。此后，遵循 Krugman ( 1991 ) 提

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相关研究也都大多强调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作用的

大小取决于城市是否邻近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成本是否较低 ( Krugman ＆ Elizondo，1996 ;

Haaparanta，1998 ; 藤田昌久等，1999 ) 。这部分研究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将有利于一国

门户地区专业化于国际贸易的相关产业，城市空间分布会向门户地区集中 ( Brülhart，

2011 ; Co?ar ＆ Fajgelbaum，2016 ) 。

然而，决定城市规模增长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还是城市集聚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角力的

结果 ( Overman ＆ Ioannides，2001; Partridge et al. ，2009) 。城市的初始规模决定了城市本地市

场效应的大小，也影响着它从国际贸易当中获得的集聚向心力的大小 ( 藤田昌久等，1999) 。已

有的研究表明，大城市一般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多样的商品和中间产品以及更高的人力资

本与更强的知识外溢 ( Duranton ＆ Puga，2001; Duranton ＆ Puga，2004) ，且在服务业上也能提

供更好的匹配 ( Duranton ＆ Puga，2014; 柯善咨、赵曜，2014) 。当国际贸易成本相近，国际市

场为各城市均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时，大城市无疑能够凭借其更强的规模经济与本地市场效应

获得更强的增长机会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当城市规模继续扩张时，城市的通勤成本、拥挤

与污染等负外部性也在增加 ( Glaeser ＆ Gottlieb，2009) ，最终均衡状态的城市规模将取决于城

市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综合作用，而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则将取决于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规模增长

的相对快慢。

同时，现有研究还指出，城市间运输成本是影响城市集聚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重要的

中间因素。Henderson ( 1996) 已经指出，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集中程度的影响有赖于一国的内

部地理特征。Gelan ( 2008) 的研究强调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运输成本较高，仅当发展中国家国际

贸易运输成本降低时，国际贸易才会带来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 Behrens ( 2011 ) 则进一步运用

两国三地区模型详细地讨论了两类贸易成本 ( 一国内部的区域贸易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

本) 对地区城市规模集中的影响。Behrens 理论研究发现，对于内部贸易成本较高的地区而言，

国际贸易将可能导致区域内部进一步集中，而对于内部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而言，国际贸易将

可能导致地区内部集聚的扩散。Behrens et al. ( 2017) 进一步运用美国城市 2007 年的数据与反

事实方法度量了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城市集聚的影响，他们发现消除城市间运输成本将显著降低

·78·

2017 年第 11 期



各城市的规模，这是因为城市间运输成本的降低将削弱城市本地市场效应带给城市的集聚向心

力，而拥挤成本不受影响，城市规模和城市集中程度因而下降。

以往检验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主要以跨国研究和考察贸易对国内区域发展

不平衡之间的关系为主。在跨国研究当中，学者们大多直接检验了各国贸易开放程度与其城市

规模分布集中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目前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①。Henderson ( 2000 ) 在实证

检验城市集中度的决定因素时发现，贸易的开放降低城市首位度是有条件的，如果一国最大的

城市是港口城市，那么贸易开放会提升城市首位度，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趋向集中。此外，检验

国际贸易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证研究大多表明国际贸易会通过国际贸易成本的差异影响企业

和劳动力向邻近国际市场的门户城市集中 ( Hanson，1998; Ｒedding ＆ Sturm，2008; Co?ar ＆

Fajgelbaum，2016) 。刘修岩、刘茜 ( 2015) 是少数检验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影响的文献，

他们运用中国省区数据实证发现国际贸易会促进中国省区城市规模集中程度的提升，但该研究

未控制各省区内部的地理特征，忽略了城市体系内部运输成本可能会影响原本国际贸易对省区

城市规模集中产生影响的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城市体系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大城市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增长动力越强，国际贸易会推动

大城市更快地增长，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

进一步地，考虑城市间运输成本水平的变化，本文尝试检验以下推论:

在城市间运输成本较高的地区，贸易开放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而在城市间运输

成本较低的地区，贸易开放反而可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

三、实证策略

(一) 模型设定

借鉴谢小平、王贤彬 ( 2012 ) 、陈钊、陆铭 ( 2014 ) 以及刘修岩、刘茜 ( 2015 ) 的研究，

本文选择以省区为研究单元，构建以下实证模型检验省区的国际贸易程度对省区城市规模分布

的影响。

Cpt = c0 + β1OPEN
ex
pt + β2Costpt + Xδ + γp + μt + εpt ( 1)

Cpt = c0 + β1OPEN
ex
pt + β2Costpt + β3OPEN

ex
p × Costpt + Xδ + γp + μt + εpt ( 2)

其中，Cpt是各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度量指标，p是省区，t是年份。OPEN
ex
pt 是各省贸易开放

程度的度量指标，Costpt 表示各省内部的运输成本。β1 和 β2 分别表示各省贸易开放程度和各

省内部运输成本对该省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的影响，β3 捕捉的是省区贸易开放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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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oomaw ＆ Shatter ( 1996) 运用 90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城市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国际贸易度与城市集中度
呈负相关关系，Henderson ( 2003) 基于 85 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结论与之基本一致; 然而，Egger et al. ( 2005) 的研
究表明中东欧 8 国 1991 至 1999 年间国际贸易度的提升带来了地区工资差距的扩大，吸引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迁移与集中，陈
钊和陆铭 ( 2014) 的研究也支持国际贸易将带来一国首位城市的扩大。



省内城市规模分布在内部运输成本存在差异的省区的异质性影响。X 是各省的控制变量矩

阵，δ是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控制变量包括 : nOPENex邻近省区的贸易开放程度。γp 和 μ t

分别表示省区个体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pt 是随机扰动项。本文用省区的个体效应来控制

各省区的区位因素，从而直接检验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以及省区内部运输成本

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择省区作为研究单元是因为，一个城市体系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通过要素和

产品的流动发生 ( Duranton ＆ Puga，2014) ，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这两种联系可能更多地

的发生在省区内部 ( 谢小平、王贤彬，2012) 。以上判断主要是基于: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是高

度本地化的，劳动力的迁移更多发生在省内，长距离的人口迁移较少 ( 弗农·亨德森，2007 ) ，

而且中国的城市间存在着严格的行政层级，较高级别的城市可以 “监督指导”较低级别的城市

发展 ( Chan et al. ，2008; 王垚等，2015) ; 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区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存

在显著的差异 ( 刘生龙、胡鞍钢，2011; 黄玖立、徐旻鸿，2012) ，省区内部贸易成本的高低可

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对其经济活动集聚的影响 ( Brülhart，2011 ) ; 第三，在地方财政分权竞争

的背景下，省际之间有以分割市场的方式追求各自经济增长的倾向 ( 陆铭、陈钊，2009) ，这将

影响经济活动的边界，抑制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 ( 许政等，2010)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

原因，本文选择将各省区视为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此外，本文的分析对象并不

是大陆所有的 31 个省区，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作为直辖市，其管辖范围应看作一个巨大的

“都市区”而非一个城市体系，故不在研究对象的范围内。海南、西藏、青海、新疆的地级市数

目均不到 3 个①，难以构成城市体系，故也不在研究对象的范围内。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剩

余的 23 个省区。

(二) 数据与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参照 Moomaw ＆ Shatter ( 1996) 以及陈钊、陆铭 ( 2014 ) 的研究，本文首先选取各省城市

首位度 ( F1) 作为衡量省区城市规模分布集中程度的指标，再选择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

( HHI) 作为替代变量对基本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两个指标的取值均在 0 到 1 之间，城市首位

度或者赫芬达尔指数越大意味着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

由于从传统的人口统计数据中无法得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连续的中国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

据，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采集并提供的全球 DMSP /OLS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截

取中国各地级市 1998 年至 2013 年②夜间灯光亮度数据作为各省各地级市常住人口的度量指标，

计算各省的城市首位度以及城市规模赫芬达尔指数③。参照杨眉等 ( 2011) 和 Lowe ( 201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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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指的是有灯光数据度量常住人口的地级行政区域不足 3 个。

重庆市 1997 年成为直辖市，为了保证各地级市与行政区夜间灯光数据与经济数据的连贯性，本文选择 1998 年至 2013

年为研究时段。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广泛地运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地区人口或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在城市和区域相关领域展

开研究 ( Henderson et al. ，2012; Donaldson ＆ Storeygard，2016; 李书娟等，2016; 李松林、刘修岩，2017) 。



夜间灯光数据的处理与说明，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先剔除了天然气等气体燃烧产生的火光数据

对夜间灯光的影响，再以灯光亮度 6 为阈值进行地级市空间格局提取，认为灯光亮度在 6 以上的

亮点才代表各地级市的城市人口活动，进而度量城市人口规模。需要说明的是，1998 年至 2013

年的夜间灯光数据由 5 颗卫星进行采集，每颗卫星的服务时间不一样，同时存在两颗卫星工作

的年份取两颗卫星所采集的夜间灯光亮度的均值①。本文所使用的地级市行政区划数据来自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 UC Davis) 环境科学与政策研究所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简称 DESP) Ｒobert J. Hijmans教授与其合作者组建的全球行政区划数据库②。

图 1 2000 年与 2010 年城市夜间灯光强度对数值与城镇人口对数值散点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2000 年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城市夜间灯光数据绘制。

通过一些基本的统计指标可以发现，城市夜间灯光强度和城市人口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以 2000 年和 2010 年两个有人口普查数据对照的年份为例，在这两个年度中，全国

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夜间灯光强度与其城镇人口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规模

越大，城市夜间灯光强度越高 ( 如图 1 所示 ) 。此外，2000 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规模

与城市夜间灯光强度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 0. 79，在 2010 年该系数也有 0. 62 ; 2000 年样本

内 23 个省区城市人口首位度与灯光强度首位度的相关系数达到 0. 86，在 2010 年该系数为

0. 80。以上指标均充分表明城市夜间灯光强度数据能够较好地刻画城市的人口规模以及城

市规模分布，本文使用夜间灯光强度数据计算的省区灯光强度首位度度量各省区城市人口

首位度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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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的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采集并提供的全球 DMSP /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第 4 版，数
据来源: https: / /ngdc. noaa. gov /eog /dmsp /downloadV4composites. html。

行政区划地图文件数据来源: http: / / gadm. org /country。



(二) 解释变量

1. 各省的贸易开放程度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省区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各省区经

济发展的拉动最为直接，效果最为明显 ( 黄玖立、李坤望，2006; 许德友、梁琦，2012) ，本文

选择出口占各省 GDP的比例来代表该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各省区各年度贸易数据、GDP数据

与 GDP生产总值指数以及各年度人民币美元平均汇率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 省内运输成本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说，国际贸易对区域内部经济活动分布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区域内部运输

成本的影响，本文需要控制各省内部的运输成本。由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运输成本是一个非常

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很难度量和搜集，因此为了控制各省内部的运输成本，只能假定各省内

部的空间是均质的，产品在各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相同，那么各省的土地面积本质上可以作为

省内运输成本的一个代理变量 ( 孙楚仁、陈瑾，2017) 。显然，可以预期运输成本越高，城市规

模分布越倾向于分散。

参考孙楚仁、陈瑾 ( 2017) 的研究，本文使用类似的指标，用各省区地级市市辖区的土地

面积之和的对数值，不包括非市辖区以及盟的土地面积，作为各省区省内运输成本的代理变量。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很多省区 (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 ，尤其是中西部的省区，大部分地区的

土地面积并没有有效地集聚企业，吸引人口集聚。此外，本文还用刘生龙、胡鞍钢 ( 2011 ) 使

用的省内铁路密度的倒数作为省内运输成本的另一个衡量指标。各城市各年度市辖区面积数据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区各年度铁路里程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 控制变量

1. 邻近省区的贸易开放程度

根据熊灵等 ( 2012) 以及刘修岩、刘茜 ( 2015) 的研究，本文认为在考察各省贸易开放程

度对省内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时，需要控制住邻近省区的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为此，本文用

各省相邻省区的贸易开放度的均值来表示邻近省区的贸易开放度。计算公式为:

nOPENex
p = 1

Np
∑

i
wpiOPEN

ex
p ，i = 1，2，3，…，Np ( 3)

其中，p表示省区，Np是省区 p地理上相邻的省区数，wpj表示省区 p和省区 i是否相邻，相邻

取 1，不相邻取 0。

2.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各省人均 GDP、非农产业占比以及省会城市是否为首位城市

的虚拟变量。控制各省人均 GDP和产业结构是因为城市的增长与集聚会受到城市所在地区产业

结构由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影响，非农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其城市集中度可能更高 ( Henderson，

2003; Michaels et al. ，2012) ，因此需要控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非农产业占比。本文以

2000 年为基期，用各年份省级的人均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各省区的人均 GDP。由于新近的研究发

现，在中国，城市行政层级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城市获取土地和资金的能力进而影响劳动力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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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集聚 ( Chen et al. ，2017) ，各省首位城市如果是省会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省内城市规模分布

的集中程度，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dF1 控制这一因素，变量为 1 表明省会是省已的首位城市，为 0

则不是。各变量的定义和度量方式详见表 1，省区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

表 1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度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C
省区城市首位度 各省首位城市灯光与省区灯光总量的比值

省区城市规模赫芬达尔指数 各省内城市灯光数据的赫芬达尔指数

解释

变量

OPENex 省区贸易开放程度 各省区出口总额与当年度省区 GDP的比值

Cost 省内运输成本 各省各地级市市辖区面积之和的对数值

控制

变量

nOPENex 邻近省区贸易开放程度 邻近省区贸易开放程度的均值

perGDP 省区人均 GDP水平
以 2000 年为基期用各年度各省人均 GDP 指
数计算

NotAgri 各省非农产业占比 各省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和

dF1 各省首位城市是否为省会
1 表示省内首位城市是省会; 0 表示省内首
位城市非省会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 ( 城市首位度 F1) 368 0. 254 0. 106 0. 109 0. 574

C ( 赫芬达尔指数 HHI) 368 0. 149 0. 074 0. 061 0. 408

OPENex 368 0. 137 0. 176 0. 015 0. 905

Cost 368 9. 809 0. 630 7. 979 11. 158

四、实证结果

(一) 基本回归结果

模型 ( 1) 的估计结果如表 3 中 ( 1) 至 ( 4) 列所示。( 1) 列和 ( 2) 列是单独考察省区贸

易开放程度和省内运输成本对省内城市规模集中程度影响的估计结果，( 3) 列和 ( 4) 列则是同

时考察二者影响以及考察加入控制变量后二者影响的估计结果。 ( 5) 列是加入了省区贸易开放

程度与运输成本交乘项的模型 ( 2) 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6) 列则是 ( 5) 列对应的随机效应

的回归结果。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 Hausman检验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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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没有差异的零假设，故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 7) 列是使用稳健

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此外，( 1) 至 ( 7) 列均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各省在各年

度所受到的共同冲击。

( 1) 至 ( 4) 列的结果中，省区的贸易开放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省内运输成本的系数显著

为负。这意味着省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会显著地促进省内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而内部运输

成本更高的省区其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更低。贸易开放提升促进省内城市规模集中的结论

与刘修岩、刘茜 ( 2015) 一致，也与陈钊、陆铭 ( 2014 ) 基于全球样本数据得到的观点一致。

鉴于目前众多研究均指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仍较为扁平，大城市集聚规模不足，大城市拥挤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市首位度

模型 ( 1) ( 2) ( 3) ( 4) ( 5) ( 6) ( 7)

OPENex 0. 117＊＊

( 2. 382)
0. 135＊＊＊

( 2. 886)
0. 129＊＊

( 2. 169)
－ 1. 884＊＊＊

( － 4. 609)
－ 1. 808＊＊＊

( － 4. 377)
－ 1. 884*

( － 1. 786)

Cost
－ 0. 049＊＊＊

( － 5. 603)
－ 0. 051＊＊＊

( － 5. 846)
－ 0. 050＊＊＊

( － 5. 669)
－ 0. 075＊＊＊

( － 7. 576)
－ 0. 071＊＊＊

( － 7. 331)
－ 0. 075＊＊

( － 2. 084)

OPENex × Cost
0. 200＊＊＊

( 4. 973)
0. 188＊＊＊

( 4. 638)
0. 200*

( 1. 805)

nOPENex － 0. 007
( － 0. 071)

－ 0. 010
( － 0. 110)

－ 0. 033
( － 0. 413)

－ 0. 010
( － 0. 066)

perGDP
0. 015
( 0. 399)

－ 0. 001
( － 0. 019)

0. 016
( 0. 445)

－ 0. 001
( － 0. 015)

NotAgri
－ 0. 269＊＊

( － 2. 181)
－ 0. 144
( － 1. 182)

－ 0. 234＊＊

( － 2. 012)
－ 0. 144
( － 0. 568)

dF1
0. 015
( 1. 431)

0. 010
( 0. 951)

0. 016
( 1. 596)

0. 010
( 0. 843)

常数项
0. 284＊＊＊

( 30. 343)
0. 758＊＊＊

( 9. 160)
0. 759＊＊＊

( 9. 277)
0. 802＊＊

( 2. 208)
1. 111＊＊＊

( 3. 122)
0. 977＊＊＊

( 2. 766)
1. 111＊＊＊

( 3. 195)

N 368 368 368 368 368 368 368

省区固定效应 FE FE FE FE FE ＲE FE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adj. Ｒ2 0. 316 0. 365 0. 379 0. 385 0. 427 0. 492 0. 463

注: 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表中 ( 1) 至 ( 7) 列除 ( 6) 列以外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6) 列为随
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5) 列和 ( 6) 列的 Hausman检验统计量值为 18. 50，P值为 0. 01，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支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数据来源于 1998 － 2013 年夜间灯光数据及相应年份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提供的各省
数据 ( 下同) 。( 1) 至 ( 6) 列系数下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7) 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的 t 统计量。* p ＜ 0. 1，
＊＊ p ＜ 0. 05，＊＊＊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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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 ( Au ＆ Henderson，2006a; Au ＆ Henderson，2006b; 唐为，2016; 李松林、刘修岩，

2017) ，参与国际贸易显然给中国各省区的大城市带来了更强的集聚向心力，国际贸易在大城市

的集聚效应超过了中小城市，城市规模分布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趋于集中，支持本文提出的理

论假说。此外，与刘修岩、刘茜 ( 2015) 略有不同的是，本文的估计结果中，虽然邻近省区的

贸易开放程度对本省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呈现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

邻近省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并不会对本省城市原有集聚效应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 5) 至 ( 7) 列是加入省区贸易开放程度与运输成本交乘项之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结果显

示，贸易开放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运输成本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通

过样本的运输成本均值以及回归系数可以算得国际贸易的平均影响为 0. 078，这意味着平均而

言，贸易开放对省区城市首位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但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 在运输成本较

高的省区，国际贸易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进一步向首位城市集中，而在贸易成本较低的省区，

国际贸易则可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变得分散。这样的结论再次支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国际

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效果有赖于城市间运输成本的调节作用: 在运输成本较高的地区，

大城市的本地市场效应优势更为明显，国际市场为大城市带来的规模经济会进一步吸引企业和

劳动力向城市体系中的大城市集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集中; 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

表 4 更换城市规模分布度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

模型 ( 1) ( 2) ( 3) ( 4) ( 5) ( 6) ( 7)

OPENex 0. 120＊＊＊

( 3. 171)
0. 140＊＊＊

( 4. 028)
0. 127＊＊＊

( 2. 881)
－ 1. 599＊＊＊

( － 5. 346)
－ 1. 560＊＊＊

( － 5. 172)
－ 1. 599*

( － 2. 050)

Cost
－ 0. 052＊＊＊

( － 7. 836)
－ 0. 053＊＊＊

( － 8. 267)
－ 0. 052＊＊＊

( － 7. 856)
－ 0. 073＊＊＊

( － 10. 057)
－ 0. 070＊＊＊

( － 9. 933)
－ 0. 073＊＊＊

( － 2. 838)

OPENex × Cost
0. 171＊＊＊

( 5. 828)
0. 164＊＊＊

( 5. 546)
0. 171＊＊

( 2. 086)

nOPENex 0. 008
( 0. 124)

0. 006
( 0. 087)

－ 0. 018
( － 0. 312)

0. 006
( 0. 054)

N 368 368 368 368 368 368 368

省区固定效应 FE FE FE FE FE ＲE FE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adj. Ｒ2 0. 286 0. 380 0. 408 0. 410 0. 465 0. 526 0. 499

注: 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表中 ( 1) 至 ( 7) 列除 ( 6) 列以外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6) 列为随
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5) 列和 ( 6) 列的 Hausman检验统计量值为 17. 38，P值为 0. 02，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支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1) 至 ( 6) 列系数下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7) 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的 t 统计

量。* p ＜ 0. 1，＊＊ p ＜ 0. 05，＊＊＊ p ＜ 0. 01。控制变量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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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本地市场效应的优势并不明显，邻近国际市场也给中小城市带来了更大的规模经济，而

且中小城市拥挤成本较低，企业和劳动力不必支付如在大城市一般高额的租金，国际贸易会吸

引企业和劳动力向中小城市集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此外，控制变量没有表现出与

省内城市规模分布十分稳健的相关性，本文也将在后续的回归结果中略去控制变量的汇报。

(二) 稳健性分析

众所周知，城市首位度只是度量城市规模分布方法中最简捷的方法。为了检验基本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以城市集中度的另一种度量指标———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被解

释变量来进行相应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使用各省区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3 的基本结果完全一致，

( 5) 至 ( 7) 列中国际贸易的平均效应仍然为正。这表明基本回归结果的实证发现较为稳健，国

际贸易会促进省内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在贸易成本较高的省区，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

文的研究假说再次得到支持。

此外，本文还选择更换省内贸易成本度量方式的方法来检验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

使用刘生龙、胡鞍钢 ( 2011) 提及的省内铁路密度的倒数作为衡量省内运输成本的另一个指标，

估计结果如表 5 中的 ( 1) 和 ( 2) 列所示。分别使用两种衡量省内城市规模分布的指标作为因

变量，估计结果均与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最后，本文尝试提高形成城市体系地级市数量的门槛，挑选包含 6 个地级市以上的省区数

据作为子样本对模型 ( 2) 进行估计①，估计结果如表 5 中的( 3) 至( 6) 列所示，( 3) 和( 5) 列中省

内运输成本变量使用的是各省各地级市市辖区面积之和的对数值，( 4) 和 ( 6) 列中省内运输成

本变量使用的是省内铁路密度的倒数。改变城市体系的城市数量门槛之后，省内运输成本的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但省区国际贸易度基本项系数显著性降低，但在 ( 4 ) 至 ( 6 ) 列中，贸易开

放度的基本项和贸易开放度与运输成本的交乘项均能够拒绝两项系数为 0 的联合检验，且平均

效应为正。因此仍然可以认为 ( 3) 至 ( 6) 列的估计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大致保持一致，基本

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国际贸易会促进省内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在贸易成本较高的省区，这

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三) 内生性检验

理论上，各省区城市规模的集中程度与其贸易开放程度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 一方面，国

际贸易可能促进城市规模的集中，而城市规模的集中可能也会通过基础设施与中间投入品共享、

劳动力与企业更好的匹配以及知识积累与技术外溢等集聚外部性收益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国际贸

易 ( Desmet ＆ Henderson，2015; 孙楚仁等，2015) ，因此省区的城市规模集中与国际贸易之间

可能存在联立内生性; 另一方面，省区之间可能还存在着部分无法观测的特征 ( 如人文环境或

商业氛围等) 之间的差异，遗漏这些变量也可能产生内生性。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工具变量和

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来处理各省区城市规模的集中程度与贸易开放程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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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初始的样本中省区至少包含 3 个地级市，本文实际上尝试了用 4、5、6 个地级市作为门槛，估计结果差异不大。



表 5 更换运输成本度量指标以及提高城市体系城市数量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F1 HHI F1 F1 HHI HHI

模型 ( 1) ( 2) ( 3) ( 4) ( 5) ( 6)

OPENex － 0. 162＊＊

( － 2. 109)
－ 0. 110＊＊

( － 2. 094)
－ 1. 088
( － 1. 679)

－ 0. 127
( － 1. 589)

－ 0. 778*

( － 1. 905)
－ 0. 075
( － 1. 580)

Cost
－ 0. 002＊＊＊

( － 7. 172)
－ 0. 001＊＊＊

( － 8. 032)
－ 0. 062*

( － 2. 034)
－ 0. 001＊＊＊

( － 3. 883)
－ 0. 048＊＊

( － 2. 282)
－ 0. 001＊＊＊

( － 3. 556)

OPENex × Cost
0. 002＊＊＊

( 5. 945)
0. 002＊＊＊

( 6. 643)
0. 117*

( 1. 737)
0. 002＊＊＊

( 3. 536)
0. 085*

( 1. 966)
0. 001＊＊＊

( 3. 274)

nOPENex － 0. 153
( － 1. 510)

－ 0. 122*

( － 1. 754)
0. 034
( 0. 275)

－ 0. 096
( － 1. 090)

－ 0. 001
( － 0. 016)

－ 0. 097*

( － 1. 962)

N 368 368 329 329 329 329

省区固定效应 FE FE FE FE FE FE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adj. Ｒ2 0. 717 0. 756 0. 434 0. 591 0. 412 0. 621

注: ( 1) 和 ( 2) 列数据为平衡面板，( 3) 和 ( 4) 列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表中 ( 1) 至 ( 6) 列均为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4) 和 ( 6) 列中 OPENex的系数及交乘项的系数联合检验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二者为 0 的零假设。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的 t统计量，* p ＜ 0. 1，＊＊ p ＜ 0. 05，＊＊＊ p ＜ 0. 01。控制变量与基本回
归结果一致，不再赘述。

具体来说，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参考自黄玖立、李坤望 ( 2006) 以及刘修岩、刘茜 ( 2015)

的研究，用各省区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与汇率的乘积作为各省区国际贸易程度的工具变量，进

行固定效应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6 中 ( 1) 和 ( 2 ) 列所示。工具变量的构造方式如下: 根据黄

玖立、李坤望 ( 2006) 的研究，各省区内部距离为地理半径的 2 /3，即 Dii = 2
3 Si /槡 π，Si 为 i

省区的陆地面积。假设 C为沿海省区的集合，et，USD 为 t 期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度平均汇率①，则工

具变量 IVit 为:

IVit =
100 D－1

ii × et，USD，i∈ C

100 min
j∈C

Dij + D( )
jj

－1 × et，USD，i C，j∈{ C
( 4)

另一方面，参考谢小平、王贤彬 ( 2012) 的研究。鉴于本研究的样本较小，本文选择用自

变量贸易开放程度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作为它的工具变量，用一步法差分 GMM 来估计各变量

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6 中 ( 3) 和 ( 4) 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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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修岩、刘茜 ( 2015) 的研究指出，对于各省区的出口贸易而言，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度汇率可以看作是外生的，汇率
的升值有利于各省区的出口，进而有利于省区国际贸易度的提高。



表 6 中各列的估计结果中，省区贸易开放基本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省内运输成本的系数

显著为负，省区贸易开放程度与省内运输成本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邻近省区的贸易开放程

度影响不显著，这均与基本结果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是稳

健的。

表 6 工具变量以及差分 GMM 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F1 HHI F1 HHI

模型 ( 1) ( 2) ( 3) ( 4)

OPENex － 7. 447＊＊＊

( － 4. 112)
－ 6. 098＊＊＊

( － 4. 882)
－ 2. 677*

( － 1. 672)
－ 2. 292*

( － 1. 720)

Cost
－ 0. 136＊＊＊

( － 5. 336)
－ 0. 123＊＊＊

( － 6. 625)
－ 0. 077＊＊

( － 2. 042)
－ 0. 072＊＊

( － 2. 481)

OPENex × Cost
0. 710＊＊＊

( 4. 233)
0. 591＊＊＊

( 5. 062)
0. 294*

( 1. 64)
0. 250*

( 1. 70)

nOPENex 0. 382
( 1. 622)

0. 256
( 1. 503)

－ 0. 205
( － 0. 858)

－ 0. 155
( － 0. 961)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0. 284＊＊＊

( 3. 51)
0. 336＊＊＊

( 3. 74)

N 368 368 322 322

省区固定效应 FE FE FE FE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一阶段 F值
27. 72( 0. 000)
38. 51( 0. 000)

27. 72( 0. 000)
38. 51( 0. 000)

KP rk LM 15. 58( 0. 000) 15. 58( 0. 000)

CD wald F 8. 166 8. 166

Ｒ2 0. 156 0. 168

AＲ( 1) 0. 011 0. 019

AＲ( 2) 0. 043 0. 503

Hansen P value 0. 483 0. 255

注: ( 1) 至 ( 4) 列数据均为平衡面板数据，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的检验统计量，* p ＜ 0. 1，＊＊ p ＜ 0. 05，＊＊＊

p ＜ 0. 01。控制变量与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赘述。参考 Arellano ＆ Bond ( 1991) 以及谢小平、王贤彬
( 2012) ，本表报告的是两步法的 AＲ以及 Hansen过度识别检验。

(四) 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省区间的地理条件差别很大，仅东部地区临海，港口分布相对集中，东部与中西

部地区地理与运输成本上的异质性也很明显 ( 许政等，2010 ) 。在东部地区省区内部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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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成本低于非东部地区①，首位城市是海港的省区②内部的运输成本也低于首位城市非海港

的省区③的条件下，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东部沿海省区，由于各城市贸易区位优势相

近，城市之间，尤其是中小城市可以从贸易的专业化当中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国际

贸易实际上是延缓城市集中的力量，这与 Brülhart et al. ( 2017 ) 就国际贸易致使奥地利边

境地区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的研究结论相近。而另一方面，在运输成本较高、经济开放

程度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内陆省区，国际贸易并没有如 Krugman ＆ Elizondo ( 1996 ) 的理论

预测那般带来门户地区的集中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反倒成为增强大城市集聚吸引力的

又一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城市严格的行政层级制度下，内陆省区的高层级城市，往

往也是省内的大城市，拥有获得新增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 ( 王垚等，

2015 ; Chen et al. ，2017 ) 。加之内陆省区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在相对低开放度与高运输成

本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会增强现有大城市的集聚吸引力，进一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

中。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的中西部省区在加强对外开放与发展大城市的同时还需要降低省内

的运输成本才能有效地促进省内的大小城市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探讨和检验国际贸

易影响中国城市集中的机制，不但有助于梳理过往国际贸易促进城市增长的成功经验，也能为

未来全面开放背景下各区域城市发展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不同于以往研究强调国际贸易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城市的国际贸易成本，本文从城市

初始规模的视角入手，探讨和检验了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城市间

运输成本在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产生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由于大城市规模

经济更强，在基础设施、中间产品多样性、产业前后向关联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等多方面

具有优势，国际贸易将首先增强大城市的集聚向心力，推动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同时，城

市间运输成本也会影响大城市本地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的向心力，城市间运输成本越高，大城

市本地市场效应优势越强，国际贸易更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 城市间运输成本越低，

大城市本地市场效应优势越弱，中小城市也能以低成本地分享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市场规模，城

市规模分布会趋于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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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样本内东部地区省区包括 : 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 6 省 ; 中部地区省区包括 : 山西、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省 ; 西部地区省区包括 : 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宁夏 8 省 ; 非东部
地区省区包括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东北 3 省共 17 省。

首位城市是海港的省区分别是 2003 － 2013 年的河北 ( 唐山 ) ，2002 － 2003 年以及 2009 － 2010 年的浙江 ( 宁
波) ，1998 － 2006 年的山东 ( 青岛) ，1998 － 2016 年的广东 ( 广州) 。

东部地区省区运输成本变量的均值为 9. 678，非东部地区省区运输成本变量的均值为 9. 856，中部地区省区运
输成本变量的均值为 9. 724，西部地区省区运输成本变量的均值为 9. 861 ; 首位城市是海港的省区运输成本变量的均值
为 9. 730，首位城市是海港的省区运输成本变量的均值为 9. 819。



本文运用 1998 － 2013 年中国省区 DMSP /OLS 夜间灯光数据计算了 23 个省区 16 年间

各省区的城市首位度与赫芬达尔指数，检验了省区贸易开放度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以及

省区内部运输成本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国际贸易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

另一方面，省区内部运输成本在贸易开放对城市规模分布产生影响的进程中会起到调节作

用，在运输成本较高的省区，贸易开放更有利于大城市发挥其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增长，促

使城市规模分布集中，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省区，贸易开放则更有利于中小城市分享国际

市场的规模经济，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因此，在中国全面开放的战略背景下，各

区域需要根据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情况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措施。改善大城市的贸易基础设

施有利于大城市充分享受国际市场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提升大城市增长引擎的作用 ; 而

改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则有利于中小城市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

促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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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e，Transportation Cost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Ｒesearch on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Li Wei Wang Jun Chen Hao

Abstract: This study，for the first time，trie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exists difference in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among the regions of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cities’original scale. The

paper examines how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cost affect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in China. With a panel data including the DMSP /OLS night time light data of 23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3，this study find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large cities and

make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more concentrated. That is because large cities have more scale economics.

Moreover，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ncentrates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in the

provinces with higher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costs while it makes the provinces with lower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costs more even. As China becomes fully open up，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mong cities in provinces with higher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cost will help to avoid

over － agglomeration in large cities and real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citi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Transportation cost; Night time ligh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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